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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困境与路径：地方治理视角的研究 

——以湖北省孝感市为例 

邓文 1 肖百川 21 

（1.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2.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摘 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深化

农业供给侧改革这一背景下，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理论框

架，进而分析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对策。结论表明：劳动力素质较低和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限

制了农民收入的上升空间；农业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导致了各县市农民收入的分化现象。有鉴于此，就需要通过政社

协作提升农村居民的劳动力素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政企合作共建市场信息平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最终实现

农民增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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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从未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而农民收入这一问题不仅仅关

系到农村区域的民生发展，也影响到农村基层政治的稳定性，同时对于能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个案选择及相关研究回顾 

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虽然有关地方治理的理论的研究硕果

累累，但应用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理机制的研究却寥若晨星。因此，本文在梳理地方治理研究与农民收入问题二者学术成

果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地方治理理论体系中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协作机制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分析框架，从而

解决当前农民收入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所界定的治理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市场相配合，并

利用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市场分配资源的能力，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并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农民收入问题则指农

村居民收入存在着增长相对缓慢以及城乡收入不平衡的现象。 

孝感市作为湖北省及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城市，“被列为全国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所辖7个县市区名列全国粮食生产大县，

孝南区被列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云梦名列‘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和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孝感市粮食总产

量位居全省第五位，蔬菜总产量位居全省第三位，油料产量位居全省第六位，大蒜、藜蒿、小香葱、早蜜桃等特色农产品位居

                                                        
1作者简介：邓文（1967—），女，社会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肖百川（1994—），

男，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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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位。”全市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人口八十余万人。①2近年来，孝感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消费市

场不断扩大，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居民收入总量不仅相较于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呈现

出较大差距，而且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基于治理理论来研究当前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而提出促进

孝感市农民增收的可行性建议，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同时对于其他三线城市农村居民增收问题的解决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随着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社会矛盾凸显，这些变化对于地方治理能力的要求愈

来愈高。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治理能力，从而保持国家、社会、市场三者高效协同运转，应对现实发展难题，这使得地方治理成

为政界与学界双方共同选择的解决路径之一。 

（一）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 

当代治理理论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变革浪潮，地方治理理论也随着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过程而产生。詹姆

斯·N·罗西瑙（2001）在其著作中提出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p5）格里·斯托克（2007）则认

为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部门，而是延伸到了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2]（p5-15） 

随着治理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治理”这一概念也开始被中国学者引入，并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生根发芽，受

到诸多学者探究与思考。当前国内对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地方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内涵、治理的研究路径、地方治理的概念以及基于中国国情政情对治理理论给出了十分详实

的论述。俞可平（2000）作为中国语境下治理理论的先行者，认为治理主体来自政府但不限于政府，事务的推进动力来源同样

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与权威，治理行为的参与者会以一种自主网络的形式集合。[3]（p3-4）陈振明（2017）则更为系统性地论述了关

于治理研究途径、网络治理的类型与困境有关内容，并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中的关于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思考与经

验总结。[4]（p6-13）孙柏瑛（2004）认为地方治理是在一定的接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

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改

革与发展过程。[5]（p33）王浦劬（2014）则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为指导，指出治理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6]（p12-20） 

2.对治理主体对象的研究。 

对治理主体对象的研究主要包括论述不同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特点，学界基本上认为政府应在治理网络体

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王浦劬（2014）从我国国情政情社情出发，认为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当位居主导地位。[6]（p12-20）夏建中（2010）

认为治理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7]（p125-130）陈家刚（2015）则认为除了政府发挥作用之外，还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社会、公民个

人的作用，增强彼此的互动和合作。
[8]（p49-50）

杨雪东（2008）则说明了地方政府应该是地方治理中的首要主体。
[9]（p4-16）

 

3.对治理模式的研究。 

当前对治理模式的研究主要以构建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为方向。孙柏瑛（2015）认为单一中心的国家管理模式，已

无法应对高度复杂、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变迁，为增进国家治理能力，政府亟须构建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成政府

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共治”格局。[10]（p173-181）郁建兴（2018）认为当前中国各个主体在地方治理的实际运行中尽管还存在各种问

题，但是权力分享、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以及合作治理的特征已然体现。[11]（p65-74）李静（2006）则认为我国的地方政府的治

                                                        
2①由《孝感市统计年鉴（2017年）》中“乡村从业人员”一项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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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可以采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模式。即既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又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12]

（p11-12）李文星、蒋瑛（2005）也提出地方政府间在面对跨区域的公共事务时可以开展跨区域的合作治理，从而提供了一种政府间

合作治理模式的新视角。
[13]（p259-262）

 

（二）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当前学界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农民收入与增收难的问题。 

1.农民收入当前存在的问题。 

程名望（2016）、[14]（p168-181）温涛（2018）、[15]（p43-55）林毅夫（2003）[16]（p19-24）的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呈现出农民

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两个主要问题。 

2.探析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这一研究大都从农民收入内在结构与外在影响因素着手。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内部结构的分析。邹薇（2006）、[17]（p67-79）

潘云龙（2015）、[18]（p4888-4892）刘建华（2014）[19]（p641-653）通过分解农民收入结构来分析各类收入组成部分对于农民收入具有何种影

响，结论表明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对于农民收入影响最大，这也是当前学者的普遍共识。第二，人力资本。郭磊磊（2017）、
[20]（p96-101）

辛岭（2007）
[21]（p93-100）

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而且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

力资本变量。第三，非农产业收入。钟甫宁（2007）、[22]（p62-70）杨灿明（2007）[23]（p74-78）的实证研究表明非农业生产收入增加对

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如何引导农民参与非农产业仍是政府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3.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研究。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提出多以国家宏观或是以地方微观为出发点，陈锡文（2001）、[24]（p12-19）吴敬琏（2002）[25]（p6-9）认

为应当通过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方式来避开农村人均占有资源过少的短板。林毅夫（2004）认为推动农村

居民非农就业有助于解决农民收入的持续性增长问题。[26]（p32-35）张红宇（2013）则提出应从国家层面出台农民收入倍增规划，完

善初次分配公平交换机制，健全再次分配利益调节机制，并推动农业转移与人口市民化。[27]（p9-14）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对象多为一

地一市或一省，所提对策多针对特定的区域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刘平（2010）针对浙江省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对策。[28]（p102-104）朱方明（2013）对四川通南巴地区进行了居民调查，认为新

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化联动、协调发展是山区反贫困的根本出路。
[29]（p84-92）

胡红霞（2010）基于边境民族地

区的现有条件，提出加强基层设施建设、发展边境贸易、开展边境旅游等针对性措施。
[30]（p85-92）

 

二、孝感市农民收入实证分析 

孝感市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地区，地处江汉平原，土地肥沃。近年来，孝感市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农

业。依托各类国家级和省级战略，建设“三园三带”（香稻产业园、粳稻产业园、糯稻产业园和大别山区优质林果百里绿色产

业带、茶叶百里绿色产业带与汉江、汉北河流域水生、速生蔬菜百里绿色产业带），推广高效农业种植技术，促进农业技术水

平和农业生产平台建设快速发展，虽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但仍存在着相关问题。 

（一）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情况。 



 

 4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取自2006—2017年孝感市统计年鉴。①3从2006年到2017年，孝感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

四项收入来源比重在不断变化，孝感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孝感市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构成情况（元）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3336 3915 4635 5130 5943 7029 7988 10360 11597 12655 13554 14744 

工资性收入 1200 1498 1911 2092 2456 2964 3440 3206 3590 3915 4337 4714 

家庭经营收入 1989 2234 2516 2797 3188 3668 4158 4294 4801 5262 5445 5924 

财产性收入 27 44 42 54 86 135 107 197 232 260 272 297 

转移性收入 120 138 166 187 213 262 283 2663 2974 3218 3500 3809 

 

由表1中可知，这十二年来，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孝感市农村居民来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份额最高，也是一直是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引擎。从2006年的1989元增长到2017年的5924元，所占

比重由2006年的59%下降到40%，虽然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但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城镇化进程速率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愈加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目光由传统的农业种植转向了劳动

力市场，而且工资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工资性收入逐年上升，所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均在30%以上，为农村居民收入重要补充。 

而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突破口。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使

得国家对于农业生产补贴力度不断提高，出台了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例如《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关

于全面推开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给予农民群体大量的财政补贴，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

化各项补贴政策，从而保障农业生产活动，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 

同时，对于孝感市农村居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非常低，在1% ~ 2%的水平上波动。这首先可以说

明孝感市农村居民并没有过多的凭借金融服务、理财产品获得收益的习惯，这不仅与当前金融市场投资门槛偏高与投资风险过

大有关，也与农村居民的文化层次有关。金融市场存在的投资门槛使得那些具有投资意向却达不到投资门槛的农村居民难以通

过金融投资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财产性收入，而那些具备投资资格的农村居民因担忧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性，不愿将自身结余投

放至金融市场获取利益。而且由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于金融产品投资的相关环节并不了解，对于金融产品优

劣的分辨能力不高，这也使得农民朋友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收益。其次当前银行业的储蓄利息并不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收

益，仅能保证已有收益不受损失的最低需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财产性收入虽不高，但因其上升空间较大，可以认为是孝感

市农村居民收入的潜在增长点。 

（二）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根据近十二年的统计数据可知，孝感市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从 2006 年的 3336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4744 元，平均每年增

加 1037.1元，年增长率约为 14.46%。 

                                                        
3①以 2006年为起始年份是因我国于2006 年 1月 1日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故以 2006 年为起始年份，以避免“农业税”这一

变量的干扰。因《孝感市统计年鉴（2017 年）》为最新公布的统计年鉴，故以 2017 年为截止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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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中可见，在2006年至2017年间，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呈线性增长态势，且增幅势头良好。通过分析孝感市农村居民收

入变动情况，可以将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6年至2009年，为稳步增长阶段。随着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中国的农业生产活动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在这一大背景下，湖北省政府与孝感市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2006年，湖北省出台《湖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通知》，2007年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意见》，同年孝感市政

府也通过《关于加快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决议》，这些措施对于加快孝感地区农业生产产业化步伐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

用，也相应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2007年湖北省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对于农

村居民实现多渠道就业提供了政策引导，从而有效实现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需要。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7年，为加速增长阶段。2010年发布《湖北省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孝感市政府也

依据相关规定做出了政策调整，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农村居民最低工资收入；2013年湖北省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

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快速发展的意见》，对于农业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加大财政支持和金融扶持力度，有效整合了区域优势

产业，形成了规模效应，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推广，湖北省也因地

制宜地制定了《湖北省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三年（2016—2018年）行动计划》，湖北省扶贫办等单位也联合发布《2018年湖

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对于农村地区互联网经济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政策的出台与

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发展不无关联。 

三、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增收的现实困境与原因分析 

虽然当前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在不断上涨，各级政府对于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但数据的背后仍显现

出十分明显的问题。 

（一）对经营收入依赖程度偏高与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偏低。 

从前文对孝感市农民收入结构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孝感市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换言之，家庭

经营收入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的高低，这样使得孝感市农村居民靠地吃饭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当前粮食总体产量过

剩、粮食行业持续低迷、粮食价格上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家庭经营收入难以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由表2中可以知晓，孝感市农村居民严重依赖家庭经营收入，在2013年之前，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均超过百

分之五十，这可以说明孝感市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仍靠农副产品交易买卖来支撑。从宏观来看，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未能大幅拉

动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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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孝感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呈现出的问题首先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其次是家庭经营收入增幅较

低。而且，由于工资性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都是由农村居民付出劳动而获得的经济报酬，所以在农村居民家庭的劳动时间和

劳动人口既定的情况下，难以同时使得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此外，由于农村居民农业种植产量在到达一定生产阶

段时，不管是投入生产要素还是劳动力资本，都难以提升生产产量，只有通过增加种植面积的方式来提升种植产量，从而获得

更多的农业收入。而土地流转意味着有农户退出农业经营，即通过扩大种植规模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入难以实现。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首先，在当前孝感地区农业资源禀赋既定且难以发生巨变的情况下，

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谋求获取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当前孝感市存在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标准园建设和高效设施农业发展不足，孝感市设施蔬菜面积不到10万亩，占蔬菜保有

量面积的12%，远远低于湖北省政府要求30%的标准，不仅如此，现有设施标准低，灌溉、道路设施不配套，贮藏、保鲜、冷链

物流条件差等，使得农业提质增效进展缓慢。”[31] 

其次，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和低文化水平的现象，也有人将当前农村劳

动力称为“993861”部队，即老年人、妇女和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学习能力有限、操作能力不足，这也

使得新型农业技术推广进展受阻，农业技术转化效果不明显，农业机械化作业难以大面积实现，从而严重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 

表 2 孝感市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情况（元）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3336 3915 4635 5130 5943 7029 7988 10360 11597 12655 13554 14744 

家庭经营收入 1989 2234 2516 2797 3188 3668 4158 4294 4801 5262 5445 5924 

所占比重（％） 59.6 57.1 54.3 54.5 53.6 52.2 52.1 41.4 41.4 41.6 40.2 40.2 

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加数 — 245 282 281 391 480 490 136 507 461 183 479 

 

注：此表中 2013 年数据为按照新口径匹配调整后的数据，2014 年以后为新口径数据。 

表 3 2017 年孝感各县市区外出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万人） 

从业人员文化程度 孝感市 市直 孝南区 孝昌 大悟 云梦 应城 安陆 汉川 

小学及以下 12.5 0.05 1.73 1.81 1.1 2.0 2.02 1.02 2.32 

初中 84.17 0.24 11.76 12.66 11.27 12.45 12.07 9.4 14.32 

高中及以上 39.16 0.28 3.9 4.87 6.72 4.35 5.34 5.92 7.78 

 

此外，当前外出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多以从事工资回报较低的建筑业与制造业为主，而具有高收益的商业、居民服务业、

娱乐旅游业及社会工作等则难以涉足。究其原因，可以从表3中发现，当前孝感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水平集中于初中、高

中两个较低层级，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于农民工技能的要求，具有较高收益的工作职位往往需要一定专业技能、文化水平以及

学历层次，所以文化素质受限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道路难以拓宽。 

（二）城乡居民以及各县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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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对比是用于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之一，可以直观地了解一个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

异。孝感地区随着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扩大和城镇化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总体呈现如下趋势： 

由表4中可见，2006年至2017年间，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

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2006年两者的差距仅为4820元，而到了2017年，两者差距则达到了15520元，比当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还要高。这说明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况。 

同时，孝感市各县市区农村居民收入也因地理、气候、生产条件的差异也有所区别，以大悟县和孝南区为例，大悟县地处

大别山与桐柏山交界地带，低山丘陵地区占据大悟县绝大多数国土面积，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悟县的农业规模化发展。而

孝南区国土面积约为1020平方公里，平原面积约有696平方公里，地形以平原湖区为主，具有农业生产的先天性优势。 

从总体而言，孝感各县市区农村居民收入在稳步上升，但各县市区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开。在孝感市行政区划

中，大悟县与孝昌县为贫困县（其中大悟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孝昌县为省级贫困县），而孝南区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2017 

年数据为例，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3432.4元，同期孝感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4744元，孝南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16829元，大悟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0286元，孝昌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0044元。由此可知在2017年孝感市农村居民人均收

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11.6元，孝南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396.6元，而大悟县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为3146.4

元，孝昌县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为3388.4元；大悟县与孝南区差距为6543元，孝昌县与孝南区差距为6785元，差距十分明显。 

表 4 2006—2017 孝感市城乡居民年收入增长表（元）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两者差距 

2006 3336 8156 4820 

2007 3915 9796 5881 

2008 4635 11461 6826 

2009 5131 12489 7358 

2010 5943 13796 7853 

2011 7029 15888 8859 

2012 7988 18091 10103 

2013 10360 21439 11079 

2014 11597 23491 11894 

2015 12655 25753 13098 

2016 13554 27939 14385 

2017 14744 30264 15520 

 

注：此表中 2013 年数据为按照新口径匹配调整后的数据，2014 年以后为新口径数据。 

表 5 孝感各县市农村居民收入对比情况表（元）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孝南区 3654 4284 5134 5710 6687 7926 9066 11735 13153 14420 15455 16829 

孝昌县 2251 2754 3366 3709 4212 4974 5526 7092 7774 8540 9180 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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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悟县 2373 2888 3452 3844 4346 5132 5740 7261 7957 8742 9401 10286 

安陆市 3192 3816 4560 5031 5878 6962 7916 10405 11731 12796 13667 14844 

云梦县 3955 4527 5411 5998 6964 8246 9410 12071 13605 14931 15988 17389 

应城市 3996 4598 5495 6050 7028 8327 9523 12352 13923 15177 16227 17621 

汉川市 3729 4354 5058 5598 6558 7836 9020 11780 13308 14664 15724 17109 

 

注：此表中 2013 年数据为按照新口径匹配调整后的数据，2014 年以后为新口径数据。 

四、增收路径：政府、社会、企业的可为之处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知晓当前制约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劳动力自身素质的约束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在地方政府难以独自应对这一困境时，通过与社会、企业等主体的合作，利用共管共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失为

一条可行路径。 

（一）政社合作：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孝感市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是制约当前孝感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

长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

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32]（p35-36）

发展教育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适宜于当前农村居民的

继续教育活动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对于当前留守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可以开展两种不同形式的学习模式，第一种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整合现有优势

资源，向广大农民群体提供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学习与符合地域生产实际情况的生产模式指导等公益性公共服务，对于现有农

业生产中存在的基础性以及技术性问题给予指导和帮助。并针对现有劳动力学习能力较差的特点，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

况相应调整公共服务模式，即将课堂式培训变为田间地头式培训、林木果树前培训，机器前培训，既提高了针对性，方便农民

学习、掌握，也提升了培训有效性，从而保障基础农业生产。第二种是政府通过向社会公共组织购买其提供的学习或服务产品，

即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利用和借鉴先进农业生产组织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方式，从而提高当前的劳动力生产效率，有效保

障高水平农业生产平台的建设工作。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多元化服务的方式，针对有不同需求的农民群体，有利于其选择

符合自身需要的公共服务，解决其面临的特有问题，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 

其次，对于因文化水平受限而难以在高收益行业获取工作的外出劳动力，政府可以依托地方学校师资力量和企业资源，开

展同样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基准，注重培训效果，提升培训质量，使外出人员从体力型劳动力转向技能

型劳动力，满足高收益行业的高准入门槛，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建立高效的政府——市场协作反馈机制，在经济新常态的大

背景下，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行业兴旺衰败转变加快。滞后的培训体系必然无法适应新的行业要求，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应当与市场形成良好的协作伙伴关系，实时了解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劳动力需求方向，便于及时调整培训形式与培训内容，有

利于确保培训的有效性。 

针对孝感市当前存在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发挥其政策优势，逐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例

如通过划拨部分财政资金，并同时发动村民自筹的方式，来改善高标准农业农田设施的建设困境。也可以与社会组织一道，通

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来鼓励企业为农业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帮助，针对不同地区开展适宜于当地的农业设施研

发工作，从而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步伐。并且依托地方高校，建立“产、学、研”的良性互动机制，开创地方农

业为高校提供科研平台，高校科技创新反哺地方农业发展的新局面，将科技创新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到田间地头中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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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力量助推农业基础设施发展。 

（二）政企协作：建立市场信息网络，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在5G浪潮即将席卷而来之际，政府应当积极利用互联网经济，与企业探索符合现实情况与市场需求的“互联网+农业”新模

式，壮大新型农业主体，构建符合发展需求的现代化农业和农村产业体系。其次政府与企业、市场买卖双方等主体协同建设农

业市场信息网络平台，利用好政府的政策优势和市场分配资源的功能，不断拓宽销售渠道，调节市场结构，扩大市场范围，畅

通信息流动，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实现农产品生产与城乡市场需求的对接。同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指引，确保相关主

体在构建完整有效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农业信息保障制度建设，培育农业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发展

并建立农业信息服务人才培育体系，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人才供给和市场服务。 

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政府在规划之初可以通过决策部门从运作良好的农业市场信息网络来获取相关农业发展的资

料，分析利弊，从而避开自身发展劣势，大力突出发展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各项资源。例如：大悟县、孝昌县，山清水秀，环

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突出区域环境和生态优势，利用好优厚的旅游

资源，可以发展乡村游、农家乐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业。而且大悟县还有多处革命教育基地，可以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从而带动

经济发展。 

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对于农业生产先天环境较好的区域，政府与企业可以协力推进农业产业

链整合与价值链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政策优惠、财政扶持，税费减免等方式吸引外来投资企业和高级技术人才，建

立一批具有高附加值的农科企业，利用农科技术挖掘当前农业产品的新价值。有条件的发展高档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链，提升

龙头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政府与企业结合当前市场需要，积极探索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模式，大力发展品牌农业、特色农

业、优势农业以及特色农产品生产、新型技术蔬菜生产、城郊畜牧业等，建设农畜产品深加工基地，实现产品多样化，以满足

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将优势特色农业及农产品向优势区域聚拢，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三）结语。 

本文基于治理理论对于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的现状与问题做出了分析与总结，可以发现孝感市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也是当前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一个缩影，即政府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怎样才能不断提升农村居民收入。而本文的选择则是与社会、

企业等主体协作，整合并利用好多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能，并开展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即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力为农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内部生产条件，并帮助农民提升劳动力价值，

从而达到增收的目标。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话道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最重要的一环。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不单单影响的

是经济发展走势，而且对于稳固基层政治大局，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解决农民收入这一民生问题，不单单

靠农村居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政策扶持，更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从而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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